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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谤议下的反思 

———论郭嵩焘的群议观

颜　志

（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在举世谤议下，郭嵩焘对士大夫的群议行为展开反思。他认为在群议中，正确的少数人受到错误的多数人的攻击，
群议成为压迫性力量，四种原因导致群议恶风的产生。郭氏的群议观与其言语观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君主应制止群议，大

臣不应卷入群议，言官当废。郭氏带着对群议的思考去考察西方政治制度，认为君德、两党制是英国政论风气良好的原因，

多党制导致法国政坛议论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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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焘（１８１８—１８９１），字伯琛，号筠仙，又号玉
池老人。他于咸丰朝入值南书房，后参与筹办天津

海防，奉旨查办山东诸海口厘税；同治朝被任命为

广东巡抚，在职期间大力办理厘捐，丰裕税收，支撑

军饷；光绪初年，入值总理衙门，奉命出使泰西，成

为中国首任驻外大使。

郭嵩焘在洋务、厘捐等问题上的认识，与主流

舆论相距太远，因此饱受群议之苦。目前，学界对

士大夫批评郭嵩焘的言论，给予了较多的描述，但

对郭氏关于士大夫议论的思考，则着力不多。王兴

国认为郭氏因为饱受诟病，所以随着对西方认识的

加深，对士大夫的虚骄之气，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攻

击”［１］。钟叔河认为，郭氏已经意识到中英政坛议

论风格反差巨大的原因。郭认为“这是政治制度的

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进而“否

定了‘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的封建专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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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２］１２９汪荣祖指出，郭氏“不能忘怀《申报》曾报

导谣言，对他中伤并加以嘲笑”［３］２７９。总的来说，对

郭嵩焘关于群议的反思，学界虽有触及，但过于简

略，未作深入考察。本文以郭嵩焘的群议观念为研

究对象，分析郭氏对群议特点的认识、对恶劣群议

风气成因的思考，考察郭氏的群议观与言语观之间

的关系，论述郭氏对君臣面对群议当如何作为的思

考，讨论对群议的思考在郭氏认识西方政体的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

　　一　群议的特点

郭嵩焘的群议观，来自对当时士大夫群议的观

察与反思。郭嵩焘信奉班固的外交名言，“制御夷

彝之道，当使曲在彼”［４］２１８，主张和夷政策，因此受

到当时士人们的群攻。“咸丰九年办理天津洋务，

京师议论螳沸，初闻吾言，群相怪愕。”［５］１４“京师间

以此说语诸朋好，多相抵牾。”［４］４０７郭氏向士大夫们

介绍洋情，却招来横议。“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

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

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６］１１

郭氏对群议的思考，实际上是对士大夫群议举

动的思想回应。根据郭氏的日记，以及他晚年的自

叙，可以大致确定郭氏对群议的思考开始于当值南

书房时期。当他得知大沽失守、北京陷落的消息

后，他对群议的批判与思考进入了一个高峰，此时

他的日记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对士大夫群议的评

述，此后他对群议的批判与认识不断深入。

从郭嵩焘对朝中士大夫群议主战的批评，以及

其它相关表述中，可以知晓在郭氏心中，群议有如

下两个特点：第一，在群议中，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占

少数，多数人坚持的意见是错误的。第二，群议具

有压迫性。在群议中，言论由被人言说的宾词变成

具有独立性、压迫性的主词。

在郭嵩焘批评群议的文字中，多处体现了群议

中正确的少数与错误的多数的对立。在他评论谭

廷襄的文字中，这种少数与多数的对立体现得特别

明显。“予谓夷船初至，京师万口颂谭制军，而予独

为忧虑。其后万口诋之，而予独为申辩。”［４］２１８在万

口称颂面前，少数人独为忧虑，与万口咒骂相对，少

数人独为申辩。郭氏借南宋名臣罗点的语句，来表

达少数人在此种局面下的愤懑与无奈。“众皆默，

己独 言，则 曰 沽 名；众 皆 浊，己 独 清，则 曰

立异。”［４］４９０

与少数人相对的，是遍布京师、执迷不悟的多

数，“观竹汀之言，举京师之议论狂惑迷乱，亦略可

知矣。”［４］３９６他们千百成群，高淡阔论。“在廷士大

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４］４０２他们人多势众，互相

鼓动，使朝廷进退维谷。“流俗之见之所争持，顺之

而政体失，违之而人言益嚣，语言所不能禁，文告所

不能施。”［４］４７４虽然这些人数量众多，但是他们的观

点却大错特错，因此郭氏非常赞同《墨经》中不以人

数多寡来论是非的观点。“读《墨子》经上、经下及

经说四篇，奥涩不可句读，亦时有讹误，而其文义亦

有耐人寻味。……曰。‘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

在可非。’”［７］２１９－２２０

在人千人万的主战者与寥寥无几的主和者的

对立中，前者给后者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这种压

力下，清醒的少数人，只能缄口不言，顺着多数人的

意思，指鹿为马，否则，他们便成为众矢之的，受千

夫所指。“刘敬、季布、董仲舒之言，宋元以后无敢

道者。即郭汾阳单骑见回纥，富郑公使金议岁币，

使在今日行之，徒供群口之诟詈而已。”［４］４０２这种压

迫，郭嵩焘在北京时有过切身体会。一次他去陈孚

恩家做客，在那里他遇到几位正在放言高论的主战

派士大夫，郭嵩焘自然不能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

于是将自己的观点发表了一番，“洋务一办便了，必

与言战，终无了期”。客散后，陈孚恩劝其以后不要

公开发表主和言论。“适言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

不能了，其能至有理，我能会其意。然不可公言之，

以招人指摘。”［５］１５

面对士大夫的群议，哪怕是位高权重如奕盉，

只要他不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同样会受到众人的

指指点点。郭嵩焘在欧洲时与威妥玛曾谈到这个

问题。郭嵩焘认为“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而苦不

能任事”，其原因是“直苦人言祌〔〕杂，不敢任

耳”。威妥玛进一步补充，“动辄怕说是汉奸”［６］４３６。

总理衙门也是一样。在群议面前，总理衙门不得不

小心谨慎，唯恐招来非议。“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

办洋务，亦不能不内惜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

理。”［８］３５９甚至就连皇帝也会成为群议攻击的目标，

郭氏曾举南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南宋不然，人持

一疏、夹一策以争和议，不揣国势，不察敌情，言之

痛切，而无当于机宜。人主与大臣主和议者，动为

众矢之所集。”［４］４３１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者虽然没有受到外在暴力

的威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精神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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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压迫的来源不是别的，正是士大夫们的群议，所

谓人言可畏。人作为言论者被言论压制，人与言论

的关系发生倒转。本来人是主词，言论作为人的行

为结果是宾词，但在群议中，言论脱离人，获得了独

立性，成为具有压迫性的主词。

在郭嵩焘的不少词句里，言论、议论不以被动

的形式出现，而以主动形式出现，人作为言语的创

造者，却居于被动状态。在群议面前，彭雪琴处于

被动状态。“贤如雪帅，亦为此种议论所蔽惑，无暇

达观昭旷之外。”［９］２２５李鸿章在群议面前也处于被

动状态，也被士大夫的群议所挟持。“今时独合淝

伯相能知洋务，而以位高望重，不敢与枢府异同，遂

为议论所持。”［９］２２４咸丰九年，郭嵩焘在日记中感

叹，办理洋务二十年，封疆大吏们总是受制于群议。

“疆吏失抚绥之宜，诓诈无礼，以为所劫持，二十年

如出一辙。”［４］４０２郭嵩焘甚至觉得国家机器也没能

摆脱士大夫群议的压迫。“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

迷乱，莫知所措。”［４］４０２朝廷之所以做出派僧格林沁

驻扎天津的决定，实是迫于群议的压力。“僧邸驻

防天津迫于群议，非上意。”［１０］于是在郭嵩焘看来，

北京之所以被英法联军占领，咸丰帝之所以出逃热

河，都是群议惹的祸。“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

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４］４０３

至此，群议误国的观点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在郭嵩焘的心中，士大夫们的群议有害国家，甚至

能使国家灭亡。“赑赑訾訾，亦孔之哀。议论之相

和而相背也，无轨于道者。故曰：议论多者，其国必

倾。”［４］５３６他认为宋、明两朝的衰弱、灭亡，与士大夫

的群议关系密切。“宋、明两朝之终于衰弱，澌然以

尽，诸儒议论之力为多。”［６］７８９“宋之所以弱也，议论

胜也，后世顾艳称之。”［４］４３１因此，为了避免大清王

朝像宋明一样毁于群议之手，郭氏认为，他必须大

力宣传自己的主张，使士大夫及时醒悟。“故所在

申明其义，欲以晓世人之惑，使不至以虚浮之议论

贻误国家。”［４］４００－４０１

　　二　群议风气的起因

面对来势汹汹、祸国殃民的群议，郭嵩焘自然

要思考这股恶劣风气是如何形成的。从现有的史

料来看，郭嵩焘将群议风气的起因归结为四点。

１．源于无识。郭氏认为形成群议风气的一个
原因是士大夫的无识。什么是“识”呢？郭嵩焘认

为，“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远识”与“深识”。

“处天下事，以识为本。识有二，有大局之远识，有

一事之深识。大局之远识，周子之所谓几也；一事

之深识无他，明乎理与势而已。”［４］５０６而“识”的多

少，一方面与读书有关。“论天下事以识为主。识

力透出人一层，自能剖晰是非得失，不随众附会。

故欲脱除流俗气习，以读书广识为本。”［４］４４７读书可

以增长识见。另一方面，识的增加与人的阅历有

关。“西夷本末，粤人多能知之，以久习而知其情

伪耳。”［９］１４７

郭嵩焘认为无识是士大夫疯狂群议的原因，他

多次批判士大夫们的不学无术。“俗儒不考古，不

知今，影响訾頜，蒙窃悼之。”［９］１６５在和战问题上，他

认为 “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

贻误国家而不惜”［４］４０３。当厘金政策受到士大夫的

批判时，他认为士大夫们发出如此责难是因为他们

胸无点墨。“儒生不考古，不知今，哆口张目，为商

贾献谀，以护惜其锱铢之利，而不知两楚厘税之为

法，利安天下，保全农民，救时之急务，抑亦衰世之

仁政也。”［４］４７６

正因为郭氏认为无识是群议癫狂的原因，所以

当后来中外交往渐多，士大夫越来越了解洋情的时

候，郭氏认为朝内议论日渐平允。“通使各国十五

六年，诚无多裨益，而绅士大夫纷呶?呓，渐以醒

寤，议论日平。”［９］２４８“近年见闻日开，人心日平，视

初时气象固远矣。”［５］２４

２．源于惯习。一方面郭嵩焘到历史中寻找历
史传统，认为这种传统遮蔽了士大夫的目光；另一

方面，郭嵩焘还强调共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强调

士大夫作为剧中人所处的既定的“舞台背景”———

既有的流俗———对士大夫的支配。这两者，作为惯

习，是群议风气的另一个起因。

郭嵩焘认为南宋时儒士的议论风气发生了巨

大变化。“益见南宋以后之议论，与北宋以前判然

为二，然自是成败利钝之迹亦略可睹矣。”［９］３４“窃

观汉唐名臣，史传所载疏论，皆以谏止征讨为义，从

无敢倡言用兵者。南宋之世，假复仇为名，而言始

嚣。”［８］４０９南宋之后，儒生们空话连篇，只会说些不

切实际的虚词浮语。“南宋诸君子及明季议论，如

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罢（疲），而终

一无所见。”［６］８５８“宋儒之乐持虚论而不务求实际，

有以阶之厉也。铲除此等议论，而后人心风俗可几

于古。”［６］８０在郭嵩焘看来，晚清士人深中南宋之毒，

不能自拔，“徒以眩于南宋以后之议论，不务考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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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事局”。［８］４０１由于不能突破南宋以来嚣张的群议

风气，对外交涉，日益艰难。“而五十年来办理洋

务，日趋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

后嚣张之习。”［９］２２５因此，郭嵩焘感叹南宋形成的群

议传统的危害。“南宋议论之为蔽也深矣。数百年

来，卓然有见于安危得失之原，而持根本之论者

谁故？”［４］４３１

除了到历史中寻找解释，郭嵩焘还认为，既有

的流俗，也是促成嚣张的群议的原因。“大抵人心

随世俗为趋尚，王纲不立，学校不修，此理不明于

世，而世俗相沿之议论从风而靡，莫有能辨知其得

失者。”［７］５０３流俗依据片面的见闻议论是非，“流俗

据目前之见以议论天下事”，形成一哄之议，“流俗

所据为毁誉而一哄无异辞者”。郭嵩焘认为，士人

们敝于流俗，不辩是非，附和人言。“文人以爱憎曲

肆毁誉，颠倒是非，道之贼也。锢蔽于流俗之见，而

是非曲直，靡然从风，以害理伤教，亦道之贼

也。”［４］５０６因此，他主张君子远流俗。“君子之学，必

远乎流俗，而必不可远道。”［９］１４６

３．源于求名。郭嵩焘在反思士大夫们的群议
时发现，士大夫求名的心态与群议风气的形成有密

切关系。为什么士大夫要大谈对外作战呢？郭嵩

焘认为这是为了求取声名。他认为南宋士大夫是

出于立名的目的才主张北伐的。“南宋争和议之

非，人人言之慷慨。其言美矣，要皆一时风尚所趋，

鹜于其名而争言之。”［４］４３０南宋之后的士大夫，也是

这样。“自宋以后，议论繁多，徒以博流俗之称誉

耳。”［１１］４６１他认为曾纪泽和左宗棠之所以在中法战

争前夕极力主战，鼓动舆论，只不过是为了争名。

“稢刚又上中堂书，发八难以推明主战之说，其言足

以歆动今时士大夫……稢刚意在规合时人之论，以

求一日之名耳。”［９］２１５－２１６“左相既欲取还伊犁以为

功，又不乐居赎取之名，乃以诿之朝廷，而不复考求

之当否、事理之顺逆，方且侈然主战，用其骄溢之气

鼓动一时议论，以攘取天下之大名。”［９］２０９

郭嵩焘的思想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发现，

当具有求名心态的士大夫遭遇群议时，会出现两个

有趣的现象。第一，人们会为了声名主动附和群

议。“凡有禄于朝者，同声一辞，期以掩蔽天下之耳

目，自托于春秋之议。僧邸固习闻士大夫之谬说，

姑一诱击夷人，以攘天下之名。……两相比焉，以

交务为名。呜乎，务名之甚，而至于无君。”［４］５０６第

二，群议中的士大夫为了争取更高的名声，会竞相

发表极端言论，以致群议本身不断极端化。“而在

廷士大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其立言不过主尊朝

廷、攘夷狄，以议论相高。”［４］４０２以议论相高，即是说

士大夫在对外问题上，拼命向别人显示自己比别人

主战，“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６］８０。

４．源于无耻。出使英法前，郭嵩焘并未将群议
风气与无耻联系到一起，但是出使欧洲后，郭嵩焘

觉得无耻也是群议风气的一个起因。“久居西洋，

始知中国人心不能自振发，而专为大言自欺，其源

由于无耻。若广东生者，无耻之尤者也。”［６］５１５光绪

六年他指责朝中主战大臣，认为他们很无耻。“京

师诸公无知事理者，又方以是仰窥醇邸之意，曲意

迎合，贻害国家，其无耻亦已至矣。”［７］７０左宗棠也因

主战，被他大骂无耻。“奏疏出之左相，绝不一筹及

天下大局……以战为功，不知其他……欺心昧良，

以求歆动天下耳目，谓之无耻可矣。”［７］３９１出于这种

意识，他认为国家一定会被无耻所误。“更涉世故

四十年，深悟士大夫之无耻，无往不极其致。其端

兆自人心，而其害必中于国家。求免于危乱，

难矣。”［７］４２３

　　三　言语观与群议观

郭嵩焘对群议的种种重法，与其独特的言语观

有内在关联。郭氏认为言语有两层性质：一方面相

对于客观事实和表达者的心体，言语有相对独立

性；另一方面，言语并不能完全脱离事实，对事物总

会有所反映。此外，在郭氏的认识中，言语与德性

呈正相关性。

１．言语的相对独立性。郭氏曾以丁日昌的话
为例，来说明言语与事实之间可能会出现的差距。

“丁禹生言：在江苏惟闻人言，中丞求治太急，以为

急于求效而已。洎来粤考求一切措施之宜，无一不

搜求底蕴，维持而匡正之。”［１１］３７３旁人口耳相传、言

之凿凿的言论，并不一定反映事物的真相。

郭氏还认为作为表达者表达结果的言语，与表

达者的主观想法之间，可能会出现较大差距。“天

下事存乎任事者一心之运量，宣之于口，已有不能

尽详者矣。笔之于书，则更有参差焉。何也？自得

者之为言，与以所得示人，不独其离合出入之间不

尽符也，亦实有其难言者焉。”［４］１４１即作为言语的表

达者，无论是用口语，还是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

点，其表达结果总是偏离表达目的。更何况，表达

者的一些心理表征是根本无法表达的，甚至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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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言语能够完全脱离心体。表达者能罔顾良

知地颠倒是非，使听言者黑白莫辨。“人之无良，莫

甚于二三其德。喜怒无常也，爱憎无定也。倏而之

此，倏而之彼。倏而加诸膝，倏而坠诸渊。心思之

所极，无从质诸言行。”［１１］３８４

２．言语能够反映客观事情。虽然郭嵩焘认为
言语与客观事物，与表达者的心体，存在偏差，但是

言语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事实，反映

出言语之表达者的心理状态。“人言之不尽无凭，

于兹益信。”［１１］５３９人的言语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总

是有所根据的。

郭氏认为言语作为表达者的表达结果，虽然与

表达者心中的想法有所差异，但还是能够反映出表

达者的一些观点。“求人而求之语言之间，十无一

得。然细心察之，亦未尝不可窥见其底蕴。”［１１］５２６

随着表达者阅历的日见丰富，识见的逐渐提高，其

所发表的言论也会越发精当。“盖凡阅历有得之

言，其出之口必亲切有余味，而非其心确有所见，则

语虽辩，必不能悉中要，一穷诘之，而游移立

见。”［４］５２６“凡理有是非得失，而事有甘苦曲折，所得

之浅深不同，而言之以异，明者辨之。”［１１］１５

３．言语与德性有密切关系。郭嵩焘常将言语
与德性联系起来，认为一个人越有德性，那么其说

话就越温文尔雅，所谈也越言之有理。他曾回忆他

见一位有德者的情形，“嵩焘少侍先公，见所与游处

耆宿长老，敦厚质朴，其言多若讷者，私计先进名德

宜如是。稍长，见玉川杨先生，貌和而心夷，气温而

词雅，就与之言，曲尽事理之变，如读欧阳氏、曾氏

之文，甚详以要，有馀味也。”［９］２７０－２７１“云谷观察莅

楚二十年，接其貌，温然以肃；聆其言，介然以

和。”［９］３０１－３０２显然，在郭嵩焘心中，言语与德性是密

切相关的。

郭嵩焘认为言语的表达者，应该尽量使言语与

内心相一致。他特别赞赏英国外相德尔比的说法。

“德尔比述‘法前〔国〕百年前有公使驻英者曰达里

兰，常言：‘天生人口使善言，非以宣导其心之隐，乃

欲使善隐蔽其心，使人不易测也。’此语颇极调侃。

吾则不然，一切使此心宣著于外，惟期口与心相应

而己。”郭嵩焘赞同他的说法，称赞德尔比是良臣，

“其言如此，无愧良臣矣。”［６］２０５郭氏为自己的言不

达意而懊恼不已。“言辞之钝拙，不能自尽其意；即

其稍能自尽者，人亦不能得其意之所向。甚哉，语

言之拙之不宜于世也。”［６］６５１

郭嵩焘对言语的认识与他对群议的看法有密

切关系。在我们旁观者看来，正是因为言语可以脱

离客观事物，具备相对独立性，才使得群议有可能

独立于言语者成为压迫性力量。言语又不能完全

脱离客观实际，阅历的增加能够改变人的言论，为

郭氏晚年的观点———中外交流使得朝中议论日趋

平允———提供了理论前提。郭氏出使泰西后将“拒

夷”“主战”归因于无耻的想法，极有可能与他的言

语与德性相关的观念有联系。

　　四　君臣与群议

面对可能祸国殃民的群议，君主与大臣当如何

作为，才能抑制群议，并将朝廷内的舆论风向引上

正轨；言官是群议的重要参与者，在晚清的群议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朝廷该如何处置言官。郭嵩焘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

１．君主与群议。郭嵩焘认为，面对群议，君主
应拿出霹雳手段，以诛止乱。“王制，汉以后之书，

所称乱政、疑众之四诛不以听。帝王整齐天下之人

心，宜有如是者也。胡广、刘歆附莽，以伪倡天下，

而颂功德者数十万人。张角、黄巢以乱倡，而从为

乱者百万。陈东、欧阳彻以义愤倡，而太学生徒聚

者数千人。所倡不同，均之为迷也。”［１１］１４也就是

说，对于像西汉后期士人举进王莽和南宋太学生要

求北伐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体议论，君主应立即进行

暴力镇压，绝不姑息。

在郭嵩焘看来，君主应以东汉光武帝为榜样，

开诚布公，广泛地征求臣下的意见。“北单于求和

亲，臧宫、马武上书请诛，光武却之是也，而犹博考

廷臣，议酬答之宜。”［９］１４８对于臣下的各种意见，择

善而行，不固执己见。“叔皮所奏，因事裁答，非有

出奇之策。以光武之明圣，而取计于一疏远小臣，

委己以从之者，良由叔皮之言，处置适中，不激不

随，又能直揭匈奴之情，使不能有所隐匿。”只有这

样，才能使臣子精忠报国，“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

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也。”［４］５５２君主只有具备足

够的君德，才能真正以天下为公。“秉心宣犹，考慎

其相。贤君之治天下，尽于此矣。相之必择，夫人

知之，而非秉心以持天下之公，鉴先垢以烛物也，

必昏。”［４］５３７

２．大臣与群议。在郭嵩焘的认识中，大臣作为
朝廷柱石，一方面，不应像言官那样卷入群议之中，

应该把精力用到促进君主养成君德上；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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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应当主持政论，防止嚣张的群议出现。

（１）在郭嵩焘心中，大臣应该具有远见卓识，他
们不应把精力用到上书论事上去，而应以校正君主

的道德过失为使命。“惟大臣为能格君心之非，正

不在具一疏、论一事，博直谏之名。”［４］３５８“三公大

臣，当明大义，持大体，启沃圣心，不以奔走治事为

能也。”［４］３５８否则，这样的大臣，只能被称为具臣。

“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而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

间。知此而后可为大臣，不知此者，具臣也。”［４］４８６

郭氏认为，大臣不应当涉足群议，只有好名的

大臣才会卷入群议。“后世大臣所谓贤者，面折廷

诤，鹜名者也。”［４］４８６他大力批判与清流党为伍的李

鸿藻和周家楣。“李兰生主张清流，贻害国家，大祸

在眉睫间而不知悟，则亦真无如之何矣。”［７］４１４－４１５

“（周家楣）日行公件，都无端绪，惟日夜倚伏清流，

希朝廷意旨，以其间位置所亲信以为爪牙。人知其

必误国，专恃所云清流者，劫持朝廷，相与导引，以

固其位。”［７］４３４

（２）除了格君心之非外，大臣还应该主持政论，
防止朝中言论极端化。中法战争前，他在致李鸿章

的信中表示，希望李鸿章担负起澄清言论的重任。

“所以屡渎尊严，诚知中堂所处之难，而群言淆乱，

终恃中堂一语折衷。区区愚忱，深望排群议而障狂

澜，使天下蒙其帱荫，利赖无穷。”［９］２１３－２１４他觉得清

廷中的议论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朝中没有合格

的大臣。“而士大夫相与蚩蚩，横生议论。朝无大

臣，遂使群口嚣然，莫有能禁遏者，所关殆非浅

也。”［６］１９郭嵩焘认为，朝中没有合格的大臣，是中国

横被夷祸的重要原因，“朝无大臣，群论嚣然，遂以

郁成今日之巨祸。”［４］４７１

３．废言官。郭嵩焘虽然有时会称赞一些言官
的呈议，会说一些维护言官的话，但总的看来，郭嵩

焘对言官非常反感。郭氏认为，言官导致群议狂

乱。“流风相煸以为名高，惟其言之出而无择焉。

毛举细故以资其搏击，博采流言以益其泛溢，捃摭

天下之利病以臆揣其盈虚，曲徇人心之恩怨以私致

其货贿，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盖千百而无一

也。”［１１］３９９他反对朝廷奖励言路。“直是极意奖藉

一二无知者，以招徕其议论。何金寿得此，超迁有

日矣。能无慨叹！”［６］２７２更反对言官干预朝廷重臣

的迁调。“轻易大臣以殉言官之狂吠，天下之乱，由

是成矣。”［７］４９８他认为，只有废除言官才可以图治。

“历观言路得失，其间贤愚错出。人才勿论也，较其

功过与其利病，敢直断之曰：自宋以来，乱天下者言

官也。废言官而后可与言治。”［９］１８３

　　五　群议与认知西洋政体

在国内饱受群议攻击的郭嵩焘，带着问题意识

去考察西方的政体。他想弄清楚西方是否也有类

似于中国的群议，如果西方政论风气比清朝要好，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１．西方议论风格。在郭嵩焘的意识中，清朝的
群议实际上是不辨是非的一哄之议。“世人一哄之

议论，无与发其蒙者。”［９］１９２“流俗之所奔趋，而君子

远之。流俗所据为毁誉而一哄无异辞者。”［４］５０６他

尝试着在西方寻找一哄之议的蛛丝马迹。有时郭

氏怀疑西方人和中国的一样，也有听信一哄之议的

毛病。“摩里邀茶会，晤伯喀兰、德勒色二人。又威

洛夫人、兰克里夫人，英国号称美丽者，视之殊不异

人。岂一哄之传闻，中外固有同情耶？”［６］３３４

但总的来说，郭嵩焘认为西方议论风格与中国

的不同，西洋的议论允许异议的存在，与万口一词、

不容异议的中国群议大相径庭。郭嵩焘在赴英国

出任使节的途中注意到英国的朝野舆论并不统一。

“《代谟斯》为国政公议，《得令纽斯》则民政议院之

旨也，《斯丹得》主守常，《得勒格纳福》主持异论。

四者各有所持议，而《代谟斯》为最要。”［６］８２西洋议

论，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允许讨论。“西洋一切情

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

传布。”［６］３６８

郭嵩焘对清朝士大夫的群议极为反感，称为其

“嚣论”“狂议”。当他到英国后，他发现英国政坛

的议论风格与清朝的议论风格完全不同。他认为

英国的言论直爽。“英国此等持议，一无瞻顾，盖犹

有直道之存也。”［６］３１９他称赞英国议会的议论，觉得

它非常公允。“去岁议院曾责印度部总督遣马加理

由缅甸历倮人境以达云南，系属何意，不能不自任

咎。其言多公平如此。”［６］２９０

２．西方政体与西方议论风格。郭嵩焘从两个
方面来解释西方良好议政风格的成因：一是从君德

的角度出发，认为良好的君德是西方良好议政风气

的原因；二是从政治体制入手，认为两党制是西方

议政风气良好的另一原因。

钟叔河认为，郭嵩焘将西方良好的政治风气归

因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质［２］１２９，

这是极有见地的。但郭氏并未放弃从君德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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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思考西方政论风气。郭氏多次赞美西方君德，认

为英国君主比较贤明。“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

以为私。”［６］３９３“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

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

称。”［９］１８８郭嵩焘认为，正是在西方君主的这种公国

政于臣民的政策下，平直的议论风气才得以产生。

“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

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

深矣。”［６］３９３

与从君德的角度思考西方政论风气相比，郭氏

更多地是从政治体制角度来思考西洋议论风格。

起初郭嵩焘并不认同英国的两党制，他觉得这种负

气求胜的党争实在无谓。“互相攻击争胜，而视执

政者出自何党，则所任事各部二皆用其党人，一切

更张。其负气求胜，挈权比势，殆视中国尤甚

矣。”［６］１００但是当他进一步了解了英国的政治运作

情况后，他认为英国政坛平直的议论风气实际上是

两党制的结果。“盖军国大事一归议院，随声附和，

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

党，二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其由来

亦久矣。”［６］３８９他对两党制也就变得推崇起来。“西

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

至美。”［６］４６９－４７０

在认同英国议会两党制的同时，郭氏表现出对

法国议会多党制的反感，认为多党制是法国政论风

气嚣张跋扈的原因。郭嵩焘一开始并不知晓法国

运行的是多党制。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与李凤

苞的谈话中，他以为法国只有君党与民党两个政

党［６］３９３。后来他发现法国议院内存在多个政党，而

且政论风气也非常糟糕。“法国民党、君党狺狺相

争，而君党之中，又分为三……民党亦分为三……

人心之浮动，又甚于中国之求富贵利达者，亦岂非

危道哉。”［６］６０５郭嵩焘认为，多党制导致了法国政坛

言论纷繁。“盖法国分立君、民二党。君党之中又

分为三……民党亦分为三……是以议论纷纭，至今

迄未有定。”［６］７５２－７５３

作为那个时代的绝对少数派，郭嵩焘饱受群议

的攻击。在举世谤议之下，郭嵩焘对士大夫们疯狂

的群议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反思，他发现在群

议中，持论平允的是少数，大多数人言论偏激。而

在这种少数与多数的对立中，群议本身变成了压迫

性力量。郭氏认为，群议风气有四个起因：无识、惯

习、骛名和无耻。郭嵩焘的群议观与其言语观有密

切关系。在郭氏的观念中，言语既可以相对独立于

客观事实与言说者的心体，又不能完全脱离客观事

实与言者的德性，这与他对群议的看法———群议可

以脱离言语者，言说者识见增加时议论会趋于平

实———是吻合的。郭嵩焘认为君主对群议应拿出

霹雳手段，大臣不应卷入群议，言官当废。出使泰

西后，郭氏认为英国的君德是其良好议论风气的原

因，两党制可以使政论风气平直，而多党制则会导

致议论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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